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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的激励效应

———来自２３７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王宇昕，余兴厚，陈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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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
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
设领域，而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则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
１６个省区市的２３７个地级市为样本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其获得的
人均转移支付显著正相关，与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
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
超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负向作用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表明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财政
纵向失衡压力，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明显。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
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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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因此，必须实现各地区各领域各主体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是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主要方面之一，推动实现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则不但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路径，也是地区
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的具体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然而，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来提供，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进而财政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
情形下，要实现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必须依靠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机制。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作为联结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纽带和衔接财政收支的主要桥梁，转移支
付在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矫正地区间财力差距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英家等，２０２２；吕冰
洋等，２０１９）［１２］。作为一种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援助，转移支付具有直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促进地区
间财力均等化的功效（徐明，２０２２）［３］。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性问题，进而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发展也是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王瑞民等，２０１７；Ｄｒ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４５］。因此，
通过转移支付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优先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重要措施。然而，由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不同，不同地方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性（郝春虹等，２０２１）［６］。一方面，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能直接缓解因其自身财力不
足而造成的财政压力，有效地弥补公共服务支出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
面，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产生救助预期和依赖，而这种无成本或
较低成本的财政收入容易使得地方政府陷入软预算约束的“激励陷阱”，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转移支
付的政策效果，甚至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效应进行现实性考察。

目前，较多文献探讨转移支付对地方财力均等化的影响，并大多认为转移支付具有财力均等化效
应，但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有所差异（贾晓俊等，２０１５；马海涛等，２０１７邱强，２０１９；董艳
玲等，２０２２；刘晓明等，２０２２）［７１１］。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强地方财力来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
但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曾明等，２０１４）［１２］，因为，财政支出结构
也可能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
支出方向选择（缪小林等，２０１７）［１３］。如果地方政府在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后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
财政支出，那么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就具有直接的激励效应。而在财政分权体制下，财税
收入竞争和政治晋升竞争成为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吴柏钧等，２０２１；龚锋等，
２０２２）［１４１５］，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往往会呈现出明显的“重经济建设，轻民生改善”倾向，即相较于科教文卫
等软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更愿意把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财政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领域（亓寿
伟等，２０１５；郑篧等，２０１８）［１６１７］，这将会大大弱化转移支付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因此，
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在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其
机制。

鉴于上述，本文从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第一，将财政分权导致的纵向财政失衡（即
由财权与事权失配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程度视为地方政府面临的“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将

７６

王宇昕，余兴厚，陈亚惠：双重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



促使地方政府实施经济赶超战略的地区经济差距视为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赶超压力”，进而在分析转
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的基础上，探究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转移支付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还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纵向财政失衡
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下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有助于深入认识转移支
付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机制。第二，有别于既有相关文献主要基于省级层面进行经
验分析，本文以地级市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能够为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而有效促进地方
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以及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不同于将经济分权与政治分权同步推进的西方联邦主义国家，我国的财政分权在制度设计上采取

了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方式（储德银等，２０１７）［１８］。中央政府一方面将财权上收，另一方面将
本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央地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表现出“财权上移，事权下沉”的特征，
这种非对称性分权所形成的财力缺口导致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吉富星等，２０１９）［１９］。
由于现行的分权体制只是规范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因而省级政府通常比照中央与
省的财政分权体制来设计省以下政府的财政分权体制，这会使地市级政府面临更为严重的财权与事权
不匹配问题（陈文美等，２０１８）［２０］。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受制于其有限的财税收入，进而对其基
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形成约束。而转移支付则是缓解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
能够通过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促使其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的专项转移支
付直接加大了地区公共服务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Ｈ１：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会促使其加大对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进而产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

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发展环境因素会对转移支付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
影响（李永友等，２０１７）［２１］。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的发展环境不同，因而可能具有不同的财政支出
倾向，表现为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对于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除专项转移支付外，不同地方政府也可
能有不同的投入方向，从而产生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对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
行探讨：第一，从财政分权体制来看，其带来的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即地方政府事权
与财权不匹配的程度不同，表现为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的缺口规模不同。财政纵向失衡程度
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越大，就越会将财政资金（包括得到的转移支付）优先投向能够在短期内直接
或间接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领域（如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实体经济发展补贴等），以缓解其财政纵向失
衡压力，而对于在短期内难以产生财政收入增长效应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则往往是支出倾向较低。第
二，从政治集权体制看，地方官员的晋升或连任与其政绩考核紧密相关，而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ＧＤＰ标
尺或ＧＤＰ增速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性指标（吴延兵，２０１７）［２２］。根据财政竞争的资本流动假说
和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假说（Ｋｅ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５）［２３２４］，在地区间激烈的横向经济增长竞
争中，地方政府为了能够获胜势必会更加注重财政支出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越
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越希望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赶超，这种经济赶超压力（即经济增长压力）会使其更倾
向于将财政资金投入经济建设领域，以期能在短期内迅速地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进而获取较好的政绩。
因此，虽然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同样都会为其带来财力增强，但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
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也会将财力增量相对更多地投向更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领域，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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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较小；而当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较小时，地方政府则会
将财力增量相对更多地投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产生较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Ｈ２：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越大，转移支
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越小，即存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门槛效应。

实际上，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本身也会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政绩考
核压力和地方财政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因素（胡斌等，２０１８）［２５］。一方面，地方
政府享有对财政收入的剩余索取权以及经济增长的政绩红利，当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
压力增大时，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成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
收支不平衡和缩小与其他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佳选择，因而其会缩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
用于更多地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包括招商竞争、管理权竞争、晋升竞
争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竞争等，相较于前三种竞争而言，后者处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地位（王宇昕等，
２０２２）［２６］。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越大，越不利于其提高地区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而对于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全部投资于经济建设领域，必然会有部分
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而且随着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得
到缓解，进而有可能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因此，转移支付会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
济赶超压力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即会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
超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此外，由于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显著地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
而对经济赶超压力的作用较为间接并可能不明显，因而转移支付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作用的调节效应
可能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Ｈ３：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增加对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负向影响，转移支付对这种负向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即转移支付增加会弱化该负
向影响），其中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的负向影响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三、实证方法设计

１．基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为检验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构建基准模型（１）：
ｅｘｐｉ，ｔ ＝α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α２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ｅｘｐｉ，ｔ）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表示城市ｉ在ｔ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核心

解释变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为“转移支付”，表示城市ｉ在ｔ年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水平；Ｘｉ，ｔ代表一组控制
变量，包括地区的“宏观税率”“资本边际产出”“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等；ｕｉ代表个体（地区）固定效
应，ｖｔ代表时间（年度）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１）被解释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相关研究中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衡量通常采用投入
指标（在相关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或产出指标（如中小学的师生比、万人拥有的医师数等），本文选取投
入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各地区将财政支出转化成公共产品的效率存在差异，私人企业或非营利组
织在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供给能力上也有所不同，用投入指标更能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倾向，
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涉及的内容较多，仅选用部分产出指标可能无法代表公
共服务供给的真实水平。为了进一步考察转移支付对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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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４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教育服务供给”“医疗卫生供给”“社会保障供给”；同
时，为消除不同城市人口差异所带来的影响，采用人均指标来衡量。具体来讲，“教育服务供给”采用“财
政教育支出／地区常住人口”来衡量，“医疗卫生供给”采用“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地区常住人口”来衡量，
“社会保障供给”采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常住人口”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上述３项
之和。

（２）核心解释变量“转移支付”。借鉴郑浩生和李东坤（２０１６）、王宇昕等（２０１９）的方法［２７２８］，同样使
用人均指标，即用“（预算内财政支出－预算内财政收入）／ 地区户籍人口总数”来衡量转移支付规模水
平。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测算采用地区常住人口数不同，人均转移支付规模水平的测算采
用地区户籍人口数，这是因为当前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主要是与地区户籍人口数量挂钩。

（３）控制变量。一是“宏观税率”，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区ＧＤＰ”来衡量。作为地区公共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税收能够为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有效保障，通常宏观税率较高的地区更有实力
也更有可能提供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资本边际产出”，参照何强和董志勇（２０１５）的做法［２９］，
采用“地区ＧＤＰ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替代变量。资本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
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这也是影响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城镇化水
平”，采用“地区非农业人口／地区年末总人口”来衡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有效破解城乡间基本公
共服务资源失衡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地区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有效手段。四是“人口密度”，
采用“地区常住人口／行政区域面积”来衡量。人口密度不但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人均成本有关，而且
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有关，进而会影响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２．门槛效应检验方法
为考察在不同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同

影响，进一步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来进行检验。构建门槛效应模型（２），其中，Ｉ（·）表示门槛指标函数，Ｚ
为门槛变量，设置“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赶超压力”“双重压力”３个门槛变量，分别用以分析在不同
压力的动态变化中转移支付规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异质性影响。

ｅｘｐｉ，ｔ ＝α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 Ｉ（Ｚｉ，ｔ≤λ１）＋α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 Ｉ（λ１＜Ｚｉ，ｔ≤λ２）＋…＋α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 Ｉ（Ｚｉ，ｔ＞λｎ）＋β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２）

门槛变量（ｖｆｉ）“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的测算借鉴Ｅｙｒａｕｄ和Ｌｕｓｉｎｙａｎ（２０１３）［３０］做法。由于本文以地级
市为样本，因而主要测算地市级政府与省级政府间的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式（３）～（６）所示：

ｖｆｉ＝ １－
ＦＱｒ
ＦＱｓ
×（１－ＣＢＤ） （３）

ＦＱｒ ＝
ＣＧｒ ／ ＣＰＯＰ

ＣＧｒ ／ ＣＰＯＰ＋ＰＧｒ ／ ＰＰＯＰ
（４）

ＦＱｓ ＝
ＣＧｓ ／ ＣＰＯＰ

ＣＧｓ ／ ＣＰＯＰ＋ＰＧｓ ／ ＰＰＯＰ
（５）

ＣＢＤ＝
ＣＧｓ－ＣＧｒ
ＣＧｓ

（６）
其中，ｖｆｉ表示财政纵向失衡程度，ＣＧｒ和ＣＧｓ分别表示地市级政府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水平，ＰＧｒ和

ＰＧｓ分别表示省级政府的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水平，ＦＱｒ和ＦＱｓ分别表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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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ＣＰＯＰ和ＰＰＯＰ分别表示市域和省域的人口数，ＣＢＤ表示地市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缺口率。若地方政
府与其省级政府间的财政纵向失衡程度越高，则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越大。

门槛变量（ｅｃｕ）“经济赶超压力”的测算借鉴缪小林等（２０１７）的思路［１３］，基于地理位置相邻维度和
全省维度测算各样本地市级政府面临的经济赶超压力，具体计算方法如式（７）所示：

经济赶超压力＝（相邻地市最高人均ＧＤＰ×全省地市最高人均ＧＤＰ）／（本地市人均ＧＤＰ）２ （７）
门槛变量“双重压力”（ｖｆｉ×ｅｃｕ）为“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与“经济赶超压力”的交乘项。

３．调节效应检验方法
为检验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转移支

付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构建调节效应模型（８）和（９），同时构建双重压力的调节效应模型（１０），其中调节
变量的计算方法同门槛变量。

ｅｘｐｉ，ｔ ＝α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α２ｖｆｉｉ，ｔ＋α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ｖｆｉｉ，ｔ＋α４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８）
ｅｘｐｉ，ｔ ＝α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α２ｅｃｕｉ，ｔ＋α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ｅｃｕｉ，ｔ＋α４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９）
ｅｘｐｉ，ｔ ＝α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α２ｖｆｉｉ，ｔ＋α３ｅｃｕｉ，ｔ＋α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ｖｆｉ×ｅｃｕ）ｉ，ｔ＋α５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１０）

４．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ＥＰＳ数据平台各省区市的县市统计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

据采用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补充。限于ＥＰＳ数据库和统计年鉴地市级公共财政分类支出数据
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样本为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
西、四川、重庆、贵州、甘肃等１６个省区市的２３７个地级市；同时，由于我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在２００７年
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了避免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选取的样本时间段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量为２ ８４４）
变　 量 测度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教育服务供给 财政教育支出÷地区常住人口 ６ ８８３ ５ ０ ５７４ ８ １０ １３１ ８ ４ １７５ ８

医疗卫生供给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地区常住人口 ６ １１２ ５ ０ ７３１ ９ ８ ３３１ １ ３ ７７２ ５

社会保障供给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常住人口 ６ ５８２ ６ ０ ６６５ ３ ８ ３６８ ８ ３ ９９４ １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教育服务供给＋医疗卫生供给＋社
会保障供给 ７ ７０５ ４ ０ ５８８ １ １０ ２１８ ３ ５ ６２０ ０

核心解释变量转移支付规模 （预算内财政支出－预算内财政收
入）÷地区户籍人口总数 ７ ９３８ ４ ０ ７２９ ２ １０ ４７６ ５ ３ ２５３ ７

门槛变量
（调节变量）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见上文公式（３）（４）（５）（６） ０ ５９０ ６ ０ ２５８ ０ ０ ９９５ ３ ０ ０００ ８

经济赶超压力 见上文公式（７） ６ ６２７ ２ ９ ８４５ １ １３３ ５０２ ４ ０ ３０１ ９

控制变量

宏观税率 地方财政收入÷地区ＧＤＰ ０ ０７０ 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 ３８１ ３ ０ ００５ ３

资本边际产出 地区ＧＤ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 ４７０ ２ ０ ７２９ ６ ７ ６２２ ２ ０ ３１２ ０

城镇化水平 地区非农业人口÷地区年末总人口 ０ ４８１ ０ ０ １８８ ３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７２ ６

人口密度 地区常住人口÷行政区域面积 ５ ６６９ １ １ ３０２ ３ １０ ３０６ ７ ０ ０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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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１．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基准模型（１）的回归结果见表２。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Ｐ值接近于０，拒绝原假设，因而使用固定效应模

型。表２的Ｐａｎｅｌ Ａ显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教育服务供给”“医疗卫生供给”“社会
保障供给”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会带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的显著提高，即转移支付资金通过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正向激励
效应，而且这种激励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均存在。考虑到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
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进一步使用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１期项来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
见表２的Ｐａｎｅｌ Ｂ，各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明显改变，表明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由此，研究假说Ｈ１得到验证。

表２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教育服务供给 医疗卫生供给 社会保障供给

Ｐａｎｅｌ Ａ

转移支付 ０ １８５ ９（１６ ０２） ０ １１２ ５（６ ８２） ０ １４２ ０（９ ２６） ０ ２８７ ０（１６ ５２）
宏观税率 ２ １５８ ９（１１ ７３） ２ ５２２ ０（９ ６３） ２ １２０ ５（８ ７２） １ ６５０ ９（５ ９９）
资本边际产出 －０ ０３２ ７（－６ ５４） －０ ０４６ ７（－６ ５６） －０ ０４４ ７（－６ ７７） －０ ０２５ ２（－３ ３７）
城镇化水平 ０ ３７８ ９（６ １６） ０ ４６１ ７（５ ２７） ０ ８１０ ３（９ ９７） ０ １９６ ０（２ １３）
人口密度 －０ ３３２ ２（－５ ８１） ０ ０２４ ８（０ ３１） －０ ２１２ ７（－２ ８２） －０ ６４４ ２（－７ ５２）
常数项 ７ １２２ ８（２１ ０７） ４ ８４２ ３（１０ ０７） ４ ６２４ ５（１０ ３６） ７ ２３６ ８（１４ ３０）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 ８４４ ２ ８４４ ２ ８４４ ２ ８４４

Ｐａｎｅｌ Ｂ

（核心解释
变量和控制
变量的滞后
１期）

转移支付 ０ ０９５ ２（７ ６０） ０ ０４８ ７（２ ７２） ０ ０９２ ０（６ ０５） ０ １６４ ７（９ ３３）
宏观税率 １ ０２８ １（５ ２０） １ ５１５ １（５ ３５） ０ ６８２ １（２ ８４） ０ ７２８ １（２ ６１）
资本边际产出 －０ ０３４ ２（－５ ８８） －０ ０４３ ７（－５ ２６） －０ ０４５ ０（－６ ３８） －０ ０３１ ６（－３ ８６）
城镇化水平 ０ ３８９ ０（５ ７５） ０ ５６４ ４（５ ８３） ０ ７９３ ５（９ ６７） ０ １２２ ６（１ ２９）
人口密度 －０ ３３３ ４（－５ ２７） ０ ００７ ４（０ ０８） －０ １７４ ２（－２ ２７） －０ ６４５ ９（－７ ２４）
常数项 ８ ０２８ ７（２１ ５５） ５ ５６４ ８（１０ ４３） ５ ２０５ ４（１１ ５１） ８ ３７７ １（１５ ９４）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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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采用门槛模型回归估计前首先需要对门槛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各门槛变量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如表３所示，门槛效应模型（２）的检验结果见表４。需要说明的是，在基准样本分析（表３和表４的Ｐａｎｅｌ
Ａ）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两种稳健性检验：一是剔除样本的异常值，即对基准样本进行双边１％的缩尾
处理，估计结果见表３和表４的Ｐａｎｅｌ Ｂ；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借鉴刘贯春和周伟（２０１９）的做法［３１］，
使用相对量指标“各地级市所获得的转移支付额与其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转移支付１”）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估计结果表３和表４的Ｐａｎｅｌ Ｃ。３种检验的门槛个数以及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显著
性水平和数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表明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从表４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槛变量变化阶段上，“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扩大确实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
提高。对比各阶段“转移支付”估计系数值的大小可以发现，随着门槛变量值的逐渐增大，系数值逐渐变
小，这意味着随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加大，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研究假说Ｈ２得到验证。

表３　 不同门槛变量的门限显著性检验及门限估计
门槛变量 门槛数 Ｆ值 Ｐ值 门槛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Ｐａｎｅｌ Ａ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

经济赶超压力

双重压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１０１ ３１

４８ ５２

２５ ７５

２４ ８１

１７ ３３

１６ ４１

５０ ５１

３４ ３８

１７ 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４９０ ０

０ ０９３ ３

０ ２０３ ３

０ ２９３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 ７０３ ３

Ｍ（１）１ ＝ ０ ０７１ ８

Ｍ（２）１ ＝ ０ ２３５ ５

Ｍ２ ＝ １１ ２２２ １

Ｍ（１）３ ＝ ０ ０４５ ８

Ｍ（２）３ ＝ ９ ８２２ ９

［０ ０４８ ７，０ ０８６ １］
［０ １７０４，０ ２４８ ６］

［１０ １４０ ８，１２ ６５５ ５］

［０ ０２０ ２，０ ０６２ ５］
［９ ０１６ １，１０ ６０２ ４］

Ｐａｎｅｌ Ｂ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

经济赶超压力

双重压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１３１ ０１

５６ １６

３２ １４

２５ ２１

２２ １５

１４ ０２

８３ ００

３０ ３６

３１ ３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７０ ０

０ ０８６ ７

０ １３０ ０

０ ３９６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４７６ ７

Ｍ（１）１ ＝ ０ ０７１ ８

Ｍ（２）１ ＝ ０ １８０ １

Ｍ２ ＝ １１ ２２２ １

Ｍ（１）３ ＝ ０ ０４５ ８

Ｍ（２）３ ＝ ９ ８２２ ９

［０ ０４８ ７，０ ０８６ １］
［０ １５２ ４，０ ２０２ ４］

［１０ ３１７ ４，１１ ６７２ ８］

［０ ０２０ ２，０ ０６２ ５］
［９ ０１６ １，１０ ６０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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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门槛变量 门槛数 Ｆ值 Ｐ值 门槛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Ｐａｎｅｌ Ｃ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

经济赶超压力

双重压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１３２ ４３

６０ ６０

６８ １０

７３ ６３

４０ ０５

３８ ２２

７２ ６５

５２ ４９

２９ ５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２２６ ７

０ ００６ ７

０ ０５６ ７

０ ８３３ ３

０ ００３ 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 ８２６ ７

Ｍ（１）１ ＝ ０ ８３８ ５

Ｍ（２）１ ＝ ０ ９１８ ３

Ｍ（１）２ ＝ ５ ０２７ １

Ｍ（２）２ ＝ １１ ２２２ １

Ｍ（１）３ ＝ ３ ４５３ ７

Ｍ（２）３ ＝ １０ ６０２ ４

［０ ８２８ １，０ ８４３ ９］
［０ ９１１ ７，０ ９２７ ３］

［４ ８９７ ３，５ １０４ ７］
［１０ ５７２ ７，１１ ６７２ ８］

［３ ３６０ ４，３ ５６０ ７］
［９ ８２２ ９，１１ ４４２ １］

　 　 注：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举抽样３００次。

表４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Ｐａｎｅｌ Ａ

门槛变量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０７１ ８ ０ ０７１ ８＜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２３５ ５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２３５ ５
转移支付 ０ ７７８ １（１５ ６８） ０ ７４４ ９（１５ ８７） ０ ７２８ ４（１６ ５５）
门槛变量 经济赶超压力≤１１ ２２２ １ 经济赶超压力＞１１ ２２２ １
转移支付 ０ ６９８ １（１６ ６０） ０ ６８６ １（１５ ９４）
门槛变量 双重压力≤０ ０４５ ８ ０ ０４５ ８＜双重压力≤９ ８２２ ９ 双重压力＞９ ８２２ ９
转移支付 ０ ７４０ ０（１６ ４９） ０ ７０９ ５（１６ ８３） ０ ６９５ １（１６ １１）

Ｐａｎｅｌ Ｂ

门槛变量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０７１ ８ ０ ０７１ ８＜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１８０ １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１８０ １
转移支付 ０ ８１７ ０（２７ ５１） ０ ７９２ ８（２８ １４） ０ ７７２ ０（２９ ４５）
门槛变量 经济赶超压力≤１１ ２２２ １ 经济赶超压力＞１１ ２２２ １
转移支付 ０ ７３８ ２（２７ １２） ０ ７２７ ８（２５ ９９）
门槛变量 双重压力≤０ ０４５ ８ ０ ０４５ ８＜双重压力≤９ ８２２ ９ 双重压力＞９ ８２２ ９
转移支付 ０ ７８４ ８（３０ ５７） ０ ７５１ ４（２９ ７３） ０ ７３９ ８（２８ ５０）

Ｐａｎｅｌ Ｃ

门槛变量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８３８ ５ ０ ８３８ ５＜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９１８ ３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０ ９１８ ３
转移支付１ ０ ２９７ ７（８ ４４） ０ ２２７ ９（８ ７０） ０ １３４ ４（７ ４１）
门槛变量 经济赶超压力≤５ ０２７ １ ５ ０２７ １＜经济赶超压力≤１１ ２２２ １ 经济赶超压力＞１１ ２２２ １
转移支付１ ０ １４６ ９（５ ８１） ０ １０４ ４（５ ０１） ０ ０４３ ８（２ ３６）
门槛变量 双重压力≤３ ４５３ ７ ３ ４５３ ７＜双重压力≤１０ ６０２ ４ 双重压力＞１０ ６０２ ４
转移支付１ ０ １６７ ０（５ ０２） ０ １１３ ３（５ ３５） ０ ０５１ ３（２ ８３）

　 　 注：本文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本表所有模型的样本量均为２ ８４４，限于篇幅，省略控
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备索），表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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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表５为模型（８）（９）（１０）的检验结果。其中，（１）列在基础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２）列进一步加入

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３）列则是采用工具变量法（２ＳＬＳ）对（２）列的内生性处理结果。考
虑到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使有的地方政府更加
依赖输血式财政援助，进而影响其转移支付水平，导致双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与
转移支付规模相关程度较高但与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水平相关程度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和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具体来讲：借鉴袁航和朱承亮（２０１８）的做法［３２］，“地
区产业结构水平”采用“第一产业占比×１＋第二产业占比×２＋第三产业占比×３”来衡量；借鉴周密（２０２０）
的思路［３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ＧＤＰ之比”来衡量。（３）列运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与（１）列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信。

表５　 转移支付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１）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２）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３）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Ｐａｎｅｌ Ａ

转移支付 ０ ２１１ １

（１５ ８６）
０ １２０ ９

（８ ０７）
１ ０４１ ４

（３１ ３７）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 －０ １８３ ３

（－３ ８３）
－１ ４５８ ４

（－１２ ５６）
－１ ７２０ ２

（－１３ ４２）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转移支付 ０ １７２ ０

（１１ ９９）
Ｓａｒｇａｎ值 ０ ０７４ （ｐ＝ ０ ７８５ ９）

Ｐａｎｅｌ Ｂ

转移支付 ０ １８６ ７

（１６ １５）
０ １８４ ６

（１５ ５０）
０ ８４５ ２

（３８ ９９）

经济赶超压力 －０ ００２ ７

（－４ ６６）
－０ ００４ ４

（－１ ７６）
－０ ００３ ９

（－４ ３２）

经济赶超压力×转移支付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７２）
Ｓａｒｇａｎ值 ０ ４５５ （ｐ＝ ０ ５００ ０）

Ｐａｎｅｌ Ｃ

转移支付 ０ ２０７ ３

（１５ ５９）
０ １９８ ０

（１４ ８３）
１ ０４３ ４

（２９ ０５）

财政纵向失衡压力 －０ １５０ ６

（－３ １２）
－０ １８８ ３

（－３ ８７）
－１ ７２８ ６

（－１２ ４２）

经济赶超压力 －０ ００２ ４

（－４ ０９）
－０ ０１０ ４

（－６ ３８）
－０ ０００ ３

（－２ ２７）

双重压力×转移支付 ０ ００１ ３

（５ ２７）
Ｓａｒｇａｎ值 ０ ０６６ （ｐ＝ ０ ７９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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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５的回归结果来看：首先，各模型中“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转移支付制度确
实具有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的政策效应。其次，“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
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增大
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具有抑制作用。最后，Ｐａｎｅｌ Ａ中“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转移支付”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转移支付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即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会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面影响；Ｐａｎｅｌ Ｂ
中“经济赶超压力×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转移支付对经济赶超压力与地区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Ｐａｎｅｌ Ｃ中“双重压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转移支
付规模增加可以弱化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抑制作用。由此，研究假说
Ｈ３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决定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因而地方财力的不均衡会导致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地方财
力均等化，但其能否有效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还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倾向的影响。
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１）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增加会激励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
出，而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增大会抑制其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增加。
（２）随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增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
逐渐减弱；而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抑制作用。可见，
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有效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但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需要进一
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更好地发挥其政策效应，进而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
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在提升各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同时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在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设计方面，应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实现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科学
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并重点围绕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努力程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努力程度等方面设
立相关的激励指标。对于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应设置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底线标准相适应的最低
保障线；对于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城市，尤其是暂时面临经济增长困难的城市，也应适当增加转移支付
规模。

第二，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
当前，地市级政府的财政压力普遍较大，仅靠财政转移支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事权方面，要合
理划分地市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如果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不明确，那么与其相对应的支出
责任也就无法清晰地界定，事权的不清晰与支出责任的不明确则会导致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缺口无法
被精确计算，进而直接影响到转移支付的激励效果。在财权方面，要适度下放省级政府的税收权限，逐
步提高地市级政府对共享税的分享比例，有效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从而避免其对上级政府转移
支付的过度依赖。

第三，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要将基础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等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容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针对各地区的发展实际差异
性化地设置各项指标的比重，加快推进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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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财政和经济双重压力的视角拓展和深化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应研究，并
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但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能
只追求数量增加，还应追求质量提升，因此未来还应针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效应展
开研究；另一方面，转移支付除了能通过影响地方财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直接作用外，还可以通
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来提升地方政府的“造血能力”，进而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作用（马光荣
等，２０１６）［３４］，对这种间接效应的研究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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